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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经济学 

“发展经济学”的先驱：郑观应与李斯特 
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

 
缐 文 

 
（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，陕西 西安 710062） 

 
摘  要：晚清重商论者郑观应和德国 19 世纪上半期经济学家李斯特适应于各自国家历史发展阶段，提出了

独立发展近代经济赶超先进的经济思想。在生产力、工业化、政府干预等方面提出了相似之主张。郑观应和李斯

特致力于后发现代化，其思想主张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“发展经济学”内涵。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期，

郑观应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之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、开启了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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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 论 

     
晚清重商思想的代表人物郑观应（1842-1922）

在他流传甚广的《盛世危言》一书中提出了领引

时代思潮的“商战”论，敏锐地指出西方列强正

在对中国发动一场无硝烟的经济战争，其危害远

甚于武力入侵。在“兵战不如商战”的口号下，

郑观应提出振兴“商务”并以此为核心构建现代

国民经济体系与列强展开经济之战的主张。郑观

应的“商战”论在晚清社会得到广泛响应，“商战”

一时成为救世的关键词：“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

策，是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”[1]。时至 20 世

纪 40 年代，商铺春联仍可见“商战胜全球”的联

语，郑观应思想之影响可见一斑[2]。 
与晚清商战论者所言“中国之利，有往而无

来者”，“ 精华销竭，已成枯蜡”颇为相似，德国

在 19 世纪中期“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

州那句话一样，‘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

孔的酒桶，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’”[3]323。这

一时期，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，推行自由贸

易，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倾销廉价的工业

品，对德国的工商业和传统产业造成严重的破坏。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落后的德国何以独立地发

展民族经济而不致成为发达国的附庸并快速地赶

超英国和法国？作为 19 世纪上半期德国最重要的

经济学家之一的李斯特（Friedrich List,1789-1846）
应对了此一挑战。其代表作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

体系》一书中通过分析各国的经济发展史，在批

判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，针对德国的现实

提出了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发展本国经济的理论和

政策体系。这一体系以发展“国民生产力”为中

心，包含了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社会、经济、

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。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对

后来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当时所有大学

都在学习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，该书甚至成

为俾斯麦的案头书[4]。 
相较于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，郑观应的

《盛世危言》亦可谓经济救世“小百科”，一经刊

出即被大臣推荐给光绪帝阅读，光绪帝亦令总理

事务衙门印刷分传大臣览阅。《盛世危言》一书刊

印多种版本，流传广泛，影响深远，孙中山等人

深受启发和影响。 
郑观应和李斯特基于落后国家特殊的历史环

境和发展阶段，提出了具有抵御外部经济冲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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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。因此，将他们的经济

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不失为一研究视角。本文以《盛

世危言》和《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这两部二

人的代表著作为中心，尝试通过郑观应和李斯特

经济思想的比较，为晚清经济思想及郑观应的研

究提供一新的视角。 
 

二、生产力、精神资本与“心战”说 
 

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核心，他提

出：“要解释经济现象，除了‘价值理论’以外，

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‘生产力理论’”[3]122。

他指责古典学派从世界主义经济学出发，只重视

财富和交换价值，而忽视了生产力。李斯特认为： 
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，不晓得重要多少

倍”[3]118。这意味着，“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

值的占有，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，正同一个渔

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多少条鱼，而是在于不断地

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与手段”[3]296。在

李斯特看来，财富之生产力不仅可以使原有价值

得到保存，而且可以使已经消耗掉的价值得到补

偿和增殖。因此，如何发展生产力成为一个落后

国家发展本国经济，赶超先进的核心问题。 
郑观应在商战论中并未提出“生产力”的概

念，但却有十分类似的表达。他在论述西学与促

进生产、发展经济紧密的联系时，曾说道： 
诚以天地五行之产，俱从格致中得来。……川

泽之利，王政所重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

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法，陂湖江海，各

因其地，不必竭泽而求，自可山人借足。……然富

国而不思理财，理财而不求格致，犹之琢玉无刀凿

之利器，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[5]281-282。 
中国传统的思想表述一般不作概念抽象，而

是借物喻义。“琢玉”所用“刀凿之利器”、“建屋”

所需“栋梁之美材”实际上是将格致之学视为一

种创造财富的有效手段与能力。而郑观应将财富

的创造都化约为“俱从格致中得来”，这与生产力

概念所表达的内涵已十分接近。另外，郑观应将

富国分为财富积累（“理财”）与求取财富积累的

能力（“格致”）两个不同的层次，这与李斯特区

分开财富与财富的原因（生产力）亦十分接近。

饶有意味的是，李斯特与郑观应不约而同地借捕

鱼来发挥思想，这似乎暗示着两人有共同的关注。 
如何发展生产力包含着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

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。

李斯特认为影响一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是

多种多样的。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四大类：物质

资本、精神资本（或智力资本）、自然资本和社会

政治环境。这其中李斯特尤其强调“精神资本”

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

社会的条件，我称之为智力资本。”“一个国家通

过改进社会和智力条件，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

资本，使生产力提高 10 倍”[3]224。在李斯特看来，

生产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积累的结果，而且也是人

类精神财富积累的结果。精神资本的增进是生产

力增长的不竭源泉，它能提高现有物质资源的利

用程度，并使开发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，

因此能促进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。在精神资本中，

李斯特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，在李斯特看来，

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在于教育，而且“一国的最

大部分消耗，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，应该用

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”[3]123。 
晚清探求富强之路是一个渐次深入的过程，

时人逐步意识到富强背后有更为重要的心智基

础。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·商战下》中，曾开创性

地提出“心战”说： 
心战者何？西人壹志通商，……于是士有格

致之学，工有制造之学，农有种植之学，商有商

务之学，无事不学，无人不学。我国欲安内攘外，

亟宜练兵将，制炮船，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；讲

求泰西士、农、工、商之学，裕无形之战以固其

本。如广设学堂，各专一艺，精益求精，……自

能人才辈出，日臻富强矣[5]595-596。 
郑观应在《商战》篇阐扬“心战”说明他已

经敏锐地察觉到商战既是有形之战，更是无形之

战——一个国家改进其精神生产条件这一无形基

础乃是实现富强的根本，也才能为商战提供更为

持久的保证。郑观应所著《盛世危言》将学校篇、

西学篇放在首要位置，足以显示他对近代科学与

教育的重视。戊戌后期，郑观应的“心战”被进

一步发挥为“学战”，并促生了“学战”思潮。时

人有谓“今日之世界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。……

争之为道有三：兵战也，商战也，学战也。而兵

战商战其事皆本于学战”[6]。1897 年，在湖南龙

南致用学会订立的章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了“学战”

应该要以兴学会为本：“今之人才，动曰泰西以商

战，不知实以学战也；商苟无学何以能战？学苟

无会，何以教商？故今日之中国，以开学会为第

一要旨”[7]。一时间，全国掀起兴办学会的热潮。 
郑观应在“商战”论中强调“心战”的作用，

表明他在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时意识到国民素

质的重要性，这与李斯特的精神资本论不谋而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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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心战转换为学战，由学战促进学会兴起，由学

会又进一步推动教育制度变革，郑氏心战说的影

响不可低估。 
 

三、工业进步与振兴实业 
 

李斯特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是围绕着生产

力这一概念展开的，其现实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一

项划时代的转变，即建立国家的工业化体系。李

斯特剖析道：“国家生产力的增长，其中更重要的

是工业力量的增长”[3]202，“科学与工业结合以后

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，这种力量在新的社会状态

下代替了古代奴隶劳动，它对于大众的生活状态，

对于人口向无人迹地区的移植以及对于原始文化

国家的力量，无可避免地发生着莫大影响——这

就是机械力量”[3]174。 
由此，“工业进步”成为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

又一核心范畴。李斯特非常重视“工业进步”对

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。他说：“一切现代国家的伟

大政治家，几乎没有一个例外，都认识到工业对

国家财富、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”[3]131。据此，

李斯特揭示了大工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

整体性：一切的工业部门彼此之间有着极密切的

交互作用：“一个部门有了改进时，就为其他一切

部门的改进做好了准备，起了推进作用；忽视了

任何一个部门时，其他一切部门必然要感受到由

此发生的影响”[3]323。在此基础上，李斯特还进一

步论述了工业推动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，他认为

工业的进步必将彻底改变农业社会的精神面貌和

政治制度。因为，工业的进步为农业社会注入了

新的活力，它会促进人们抛弃传统观念和习俗，

突破地域界限，开阔视野，培养起勤劳、节约、

未雨绸缪、竞争、讲求时间效率等新型的民族精

神，推动人们去开拓创新，发明新的生产技术，

争取自身的发展和自由权利。李斯特曾多次强调，

落后的农业社会必然与专制制度和愚昧相联系，

而先进的农工业社会和农工商业社会必然与自由

和科学相联系，他由此而得出结论：工业进步是

落后农业国实现向先进工业国转变的根本动力。

在强调“工业进步”的深远意义时，李斯特特别

留意到机械工业的重要地位，由于“机械力量”

是由机械工业释放出来，所以他指出“机器工业

是工业的工业”[3]265。 
相较于李斯特的工业化理论，郑观应的“重

商思想”中也明显地表现出“重工”倾向。他指

出工业在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：“夫泰西诸国富强

之基，根于工艺”[5]719。他已经发现“工”乃“商”

之本：“诚所谓西人之富在工不在商。盖商者运已

成之货，工者运未成之货，粗者使精，贱者使贵，

朽废者使有用。有工业然后有货物，有货物然后

有商贾耳”[5]729。于是郑观应指出，“欲救中国之

贫，莫如大兴工艺”[5]728。而若能“以格致为基，

以制造为用”，则“器物日备，制造日精。……而

国富民强之左券也！”[5]723。在如何“兴工艺”的

问题上，郑氏进一步提出了四点主张：“设工艺专

科”、“ 开工艺学堂”、“ 派人游学各国”以及“设

博览会以励百工”。[5]728除此以外，郑观应还特别

强调了机器工业优先发展的重要性，他说道： 
论商务之原，以制造为急；而制造之法，以

机器为先。……人但知购办机器，可得机器之用；

不知能自造机器，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。宜

设专厂制造机器，……各种机器自能制造，则各

种货物亦自能制造[5]626-627。 
可以看出，郑氏所谓“各种机器自能制造，

则各种货物亦自能制造”与李斯特所谓“机器工

业是工业的工业”相比，确是十分相似的表达。

不过，李斯特对工业化之分析要比郑观应深刻很

多，李斯特更多地是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论

说明发展工业的重要性：“工业是科学、文学、艺

术、启蒙、自由、有益的制度，以及国力和独立

之母”[4]66。从这句简短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，

李斯特对工业的评价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相

比而言，郑观应对工业的讨论则更多地注意到发

展工业的表层功利效果——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中

国之利不至外溢，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工业

对于一个国家实现整体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潜在推

进作用。 
不过，郑观应“重工”思想的萌芽特别是他

较早提出的“实业”概念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1894-1895 年间，郑观应在《致金苕仁观察书》中

说到：“查工艺一道向为士大夫鄙为末技，谓与国

家无足轻重。不知富强之国首在振兴实业、改良

制造、多设工艺厂，殚亿兆人之智力，阐造化之

灵机，奋志经营，日臻富强，以雄宇宙”[8]。郑观

应明确地提出了“振兴实业”的主张，其内涵因

20 世纪初“实业”一词的流行而被进一步丰富，

初步完成了晚清经济思想由“重商”到“重工”

的嬗变，而从“实业振兴”、“ 实业救国”到后来

张謇的“棉铁主义”，重工思想又进一步深化了国

人对如何发动工业化这一问题的认知。由此看来，

尽管郑观应的重工论尚显粗简，而德国工业的腾

飞还是在 1846 年李斯特去世之后，但二人都开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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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各国工业化思想的先河。 
 

四、政府干预与官、商协同 
 

政府干预论是李斯特整个理论体系的政策落

脚点。在李斯特看来，除了德国生产力发展水平

落后于英法两国是政府干预的依据外，干预论得

以成立的内在根据还体现在以下三方面：首先，

私人经济本身固有的弊端。李斯特认为私人企业

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其眼界很少跨越出本企业的范

围，往往局限于眼前的利益。私人经济同国家经

济发展的整体、长远利益有时会不一致，因此放

任自流并不是总会提高国家的福利和实力。其次，

私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“整个国家资本和技术所

构成的联合力量”的保护和扶持。其三，个人主

要通过国家才能形成生产力。 
在政府干预论中，李斯特也意识到其中所可

能包含的负面作用。他指出，政府干预并不是把

私人经济“统死”。干预的原则是，“它对个人怎

样运用他的生产力和资金这一点，并不发号施

令；……这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，它是决不

过问的。……关于国民各人知道更清楚、更加擅

长的那些事，它并没有越俎代庖；相反地，它所

作的是，即使个人有所了解，单靠他自己的力量

也是无法进行的那些事”[3]265。可见，这种政府干

预“一点也没有束缚私人事业；相反地，它使国

内个人的自然的以及金钱上的力量有了更加广阔

的活动领域”[3]146-147。在政府和私人经济之间李

斯特试图通过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以实现优势互

补、劣势互祛的均衡：“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，

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，就处处显得越

加清楚。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，一般来说，

个人自由是好事；同样的道理，个人事业只有在

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，才能说行动上

可以不受限制，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不能达

到这种境地，……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当然

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，为了它自己的利益，

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约束”[3]147。 
在李斯特看来，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

标是要实现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。因此，关税

政策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内容。关税保护重点是工

业，特别是基础性工业部门。不过，李斯特也清

楚地认识到保护政策是特定阶段的非常措施，总

体看则应与自由贸易交替使用。当本国幼稚产业

一旦“达标”，就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，将成长起

来的幼稚产业完全推向市场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

起本国工业部门的真正优势。 
在近代语境中，国人对政府干预问题的关注

往往表现为对官、商关系的讨论——政府是由具

体的“官”构成的，官即代表政府、政府行为和

经济政策；“商”是市场的主体，商则代表市场、

市场行为和自由经营。针对由来已久的官、商矛

盾，时人大都站在“商”的立场上猛烈抨击“官”

之擅权剥削，因而认为应给予商人以完全自由的

经营之权，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“商务

二”一篇中的言论可谓之为其中的代表：“故欲整

顿商务，全以商贾之道行之……绝不拘以官场体

统”[5]611-612。饶有意味地是，在紧随其后的“商

务三”一篇分析中国商务之病时，郑观应又认为

“推原其故，上在官而下在商”，也就是说官、商

皆有其弊。在论及商之弊时，郑氏直言不讳： 
至于商则愚者多，而智者寡；虚者多，而实

者寡；分者多，而合者寡；因者多，而创者寡；

欺诈者多，而信义者寡；贪小利者多，而顾全大

局者寡。此疆彼界，畛域攸分，厚己薄人，忮求

无定，心不齐力不足。故合股分而股本亏，集公

司而公司倒。此弊在下者也[5]615-616。 
在晚清官、商关系中，官僚多站在“官”的

立场上批评“商”，但鲜见商人进行自我批判。郑

观应在这里已然摆脱曾为买办、商人的身份局限，

超然于外，更为理性地看待商人之弊——商人这

一群体大多数者视野狭隘、无组织性、无大局观，

其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亦不敢恭维。在郑氏看来，

正是因官、商各有其弊，所以相互猜忌、攻讦，

致使中国商务长期不振。比较郑观应在“商务二”

和“商务三”的文字，其主张颇有矛盾之处，他

一方面认为商务应以“商贾之道行之”，另一方面

又历数商人种种之弊。郑观应似乎意识到了这一

问题，在 1900 年手定八卷本时，对“商务二”一

篇“故欲整顿商务”之后的文字几乎进行了重写： 
今欲整顿商务，必须仿照西例，速定商律……

庶几上下交警，官吏不敢剥削，商伙不敢舞弊。

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，方准采用，

当道不得滥荐，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[5]612-613。 
郑观应经过深思熟虑转换了解决问题的路

径。由于官、商皆有其弊，所以官的干预和商的

自由经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，应通过一

套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安排使官、商两种力量达

致“均衡”，这既能维护经济秩序又能保护私人产

权和自由经营之权，从而使官、商关系能够在准

则指导下走向长久融洽。郑观应显然主张政府和

市场都应受到一种制度性约束，但在重商的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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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政府“保商”、“ 护商”的积极干预也是必不

可少的，即郑观应所谓“任之以领事，卫之以兵

轮”；“ 设学堂以启牖之”；“ 多出国帑倡导之”；

“ 轻出口税扶植之”[5]607-608。综观《盛世危言》，

郑观应主张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广泛地积极干

预。而如何干预？这无疑又将牵涉到深层次的社

会结构调整，郑氏有谓：“有国者苟欲攘外，亟须

自强；欲自强，必先致富；欲致富，必首在振工

商；欲振工商，必先讲求学校，速立宪法，尊重

道德，改良政治”[9]。 
不难看出，李斯特和郑观应的政府干预思想

有很多共通之处。他们都认识到政府干预与经济

自由各有利弊，它们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——现

代化进程中绝不意味着自由放任，而是需要政府

角色的重新定位，从而使政府与市场实现最佳的

契合并相应地展开制度建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

干预论中郑观应同样强调了关税政策对于保护和

鼓励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。他在《盛世危言·税
则》篇中较为全面的阐述了关税保护的基本原则

框架：关税自主原则，关税制定为一国内政，各

国有权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对关税政策自行变通；

轻税、免税原则，凡本国必需的商品以及本国出

口商品均采用之，从而鼓励国内生产的发展；重

税、禁止进口原则，凡与本国商品形成竞争的进

口商品、奢侈品以及有害商品采用之，以此保护

国内市场；关税互惠原则，各国关税应互惠互利，

否则应采取抵制政策。 
就当时情势而言，关税保护确实为中国所必

需，但郑氏没有动态地分析关税保护政策只是一

种权宜之计。而在李斯特看来，长期实行这种政

策会使本国产业缺乏市场竞争力，因此如果幼稚

产业通过关税保护获得了充分发展就应该放弃这

一政策使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。 
 

五、“发展经济学”的先驱 
 

郑观应和李斯特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各自国

家如何从贫困变富裕、从落后变先进，而这正是

“发展经济学”的主要任务，即张培刚先生所指

出的发展经济学是“主要研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

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

题”[10]。若从“学”的角度考察，“发展经济学”

是 20 世纪 40-50 年代形成的，之前则是“史前史”。

但就涉及的问题而言，一些“史前史”中的经济

思想如郑观应和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则也属于发展

经济学。虽然李斯特被视为德国经济学说史中历

史学派的先驱，但他也是第一个系统探讨并回答

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向先进工业强国转变的经

济学家[11]。郑观应虽未曾系统地了解过李斯特的

经济思想
①
，但他对于中国寻求富强的路径选择却

有着比较完整和独到的认识。他们都认识到经济

发展的民族性，而各自国家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

赶超先进亦都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，需

要对国家角色重新定位——这是一个涉及数量扩

张并包括制度、组织和文化等非数量因素变化的

过程，而经济是在这些非数量因素下运作的。事

实上，考察制度、组织和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

以及理解经济变量同制度、组织和文化相互作用

的过程正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路径。 
当然，受限于智识，郑观应尚无法构建严格

的发展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体系。不过，正是“重

商”思想中孕育的“重工”观念才引导出张謇的

“棉铁主义”，而后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又进一步

理论化为张培刚先生所创建的以农业国工业化为

核心理念的“发展经济学”。由此，几代人的上下

求索刻画出中国“发展经济学”的早期演进路径。

尽管面临艰难时局，但所抱定的信念始终未变，

追求富强的强烈情感内化在理性的思考之中，如

郑观应在《商战上》中所言：夫日本商务既事事

以中国为前车，处处借西邻为先导。我为其拙，

彼形其巧。西人创其难，彼袭其易。弹丸小国，

正未可谓应变无人，我何不反经为权，转而相师，

用因为革，舍短从长，以我之地大物博、人多财

广，驾而上之犹反手耳[5]591。 
郑氏这里借日本的例子道出了发展经济学中

的“后发优势”理论。先发国家虽有优势，但后

起国家若能充分借鉴、吸收先发国家积累的成果

和经验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、节省大量成本，这

就是他所说的“西人创其难，彼袭其易”。这样，

中国可取得与先发国家同样的发展成果，甚至超

越它们。总之，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中多角度、

多层次地探求在经济上摆脱落后、跻于先进的道

路，提出了以“重商”、“ 商战”为核心的赶超发

展模式，这成为后来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思想

渊源，为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

奠定了基础、开启了方向。 
[注 释] 

① 1925 年，中国学者刘秉麟所撰写的《李士特经济学说

与传记》出版，这是我国学者首次以专著的形式介绍

李斯特的学说和生平。1927 年李斯特的代表作《政治

经济学的国民体系》由王开化翻译并出版，定名为《国

家经济学》。郑观应卒于 1922 年，因此可判断郑观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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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无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到李斯特的经济思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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